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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罗盛教为救不慎

落水的朝鲜儿童崔莹，献出了宝贵的生

命。那一年，罗盛教刚满 21 岁。那个在数

九寒天里向着冰河义无反顾纵身跃下的年

轻身影从未走远，直到今天依然震撼我们

的心灵。

罗盛教，1931 年出生在湖南省新化县

松山乡桐梓村马龙坳一个普通农民家庭。

由于家境贫寒，11 岁才上小学。他以顽强

刻苦的精神，晚上挑灯苦学到深夜，毕业

时以优异成绩考入了省立第九师范。

新中国成立后，罗盛教报名参军，被

送到湘西军政干校学习。1950 年罗盛教被

调到某部文书训练班学习，之后又被分配

到四十七军一四一师直属侦察连任文书，

参加湘西剿匪斗争。

1951 年，罗盛教响应党的号召，加入

中国人民志愿军，并随部队奔赴朝鲜。

当罗盛教踏上朝鲜的国土，看到遍地

烧焦的房梁瓦砾时，捍卫和平的信念更加

坚定。他暗暗发誓：不消灭美帝强盗，我

决不回国！他还在日记中写道：“如果有一

天我被侵略者的子弹打中，请战友们千万

不要在我这里停留！一定要继续前进，奋

勇前进，矢志为千万朝鲜人民和牺牲的同

志报仇！”

1952年 1月 2日，新年伊始，正是朝鲜

半岛冰天雪地的时节。罗盛教一大早便来

到了附近的冰河边，准备练习投弹。就在

这时，河面上突然传来几位朝鲜少年急促

的哭喊声。罗盛教听不懂朝鲜语，但当他

看到朝鲜少年的手势和破裂的冰面时，立

即明白了一切。他一边奔向冰窟，一边脱

下棉衣，纵身跳进了冰冷彻骨的河水中。

冒着零下 20 摄氏度的严寒，罗盛教沉

着冷静，很快便摸索到了落水的那位朝鲜

少年，并成功将他托出了水面。可是，由

于冰窟边缘的冰面太薄，承受不了落水少

年的体重，两人马上又跌落到了水中。

一次、两次、三次……少年三次被托出

水面，但三次都没能上岸。这时，罗盛教的

体力已消耗殆尽，四肢变得麻木而僵硬，

但他仍顽强地再一次沉到水底，再一次找

到孩子，并再一次将他顶出了水面……

这位得救的孩子就是后来朝鲜军中的

高级指挥官崔莹。然而罗盛教却再也没能

爬上来。

找到罗盛教烈士的遗体后，朝鲜石田

里人民异常悲痛。他们按照朝鲜当地最隆

重的葬礼，将他安葬在苍翠秀丽的佛体洞

山上。石田里人民委员会在罗盛教牺牲的

地方竖起了一块木牌，上面写着：“生长在

朝鲜土地上的人民，都应该永远记着我们

的友人罗盛教同志，学习他伟大的国际主

义精神。”

（摘自2019年7月2日《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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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 年 10 月 5 日晚，随着两声枪响，陕

北公学 16 岁的女学员刘茜倒在了血泊中。行

凶者抗大三期第六队队长黄克功因逼婚未

遂，竟残忍地枪杀了他所追求的恋爱对象，

使自己由革命功臣沦为杀人犯。这就是当时

震惊陕甘宁边区，影响波及国统区的“黄克

功案件”。黄克功被捕后，也曾幻想党和边区

政府会因为他资格老、功劳大，对他从轻处

罚。据毛泽东当时的机要秘书叶子龙回忆，

他就曾收过黄克功和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

长雷经天写给毛泽东的信。黄克功在给毛泽

东的信中承认自己的罪行，请毛主席定夺；

雷经天在给毛泽东的信上虽未直言他不主张

杀黄克功，但在字里行间确实流露出很惋

惜、要给黄克功一条生路的想法。

陕北公审黄克功

案发 6天后，陕甘宁边区政府及高等法院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于 10 月 11 日在被害人

所在单位——陕北公学大操场召开了有数千

人参加的大会，对黄克功进行公开审判。中

共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亲临现场。出席公审

大会的还有抗大政治部主任莫文骅、副主任

胡耀邦、陕甘宁边区保卫处处长黄左超等。

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雷经天担任刑庭审

判长，高等法院检察官徐世奎是公诉人，袁

平、任扶中是书记员，抗大、陕北公学群众

选出的李培南、王惠子、周一明、沈新发等

四位同志为陪审员。

在陪审员、审判员、起诉人、公诉人、

证人、辩护人进入会场后，雷经天宣布开

庭。起诉人和公诉人先向大会陈述了黄克功

案件的全部细节，指出：黄克功对刘茜实系

求婚未遂以致枪杀革命青年，在黄克功的主

观上属强迫求婚，自私自利无以复加。黄克

功曾是共产党员，又是抗大干部，不顾革命

利益，危害边区法令，损害共产党的政治影

响，实质上无异于帮助日本汉奸破坏革命，

应严肃革命的纪律，处以死刑，特提向法庭

公判。

雷经天让黄克功发表个人陈述时，黄克

功用从容流畅的语言，毫不隐讳地向法庭陈

述了他的简历，坦白交代了他的犯罪经过，

并且作了扼要的检讨。他没有为自己辩解，

他提出的惟一的“理由”，只是认为“刘茜破

坏婚约是侮辱革命军人”。他的声音虽然不

高，但整个会场却能听得清清楚楚。当审判

长特意问他“都在哪些战斗中受过伤，挂过

彩”时，他敞开了衬衣，指着从臂膀到腿部

一块接一块的伤疤，历数了许多战斗过的地

名。当审判长问他还有什么请求时，他说：

如果死刑必须执行，我希望死在与敌人作战

的战场上，不死在自己人的法场上。如果允

许，他要求给他一挺机关枪，由执法队督

阵，死在向敌人的冲杀中，如果不合刑律那

就算了。

看到站在自己面前的这个罪犯，是曾为

革命多次负伤流血而作出很大贡献的功臣，

不少人流下了同情的眼泪。尤其是一些身经

百战的红军老干部甚至痛哭流涕，场面极其

悲壮，一时令观者不忍目睹。

短暂休庭后，审判长雷经天严肃宣布对

黄克功处以死刑并立即执行的判决。判决书

直陈黄克功的杀人动机：“刘茜今年才十六

岁，根据特区的婚姻法令，未达结婚年龄；

黄克功是革命干部，要求与未达婚龄的幼女

刘茜结婚，已属违法，更因逼婚不遂以致实

行枪杀泄愤，这完全是兽性不如的行为，罪

无可逭。”

对判决的结果，黄克功没有表示任何反

抗、抵触、激动或消沉的情绪。他向凤凰山

麓毛泽东住的窑洞方向望了一眼，便在行刑

队监押下，穿过坐在东北侧的人群，向刑场

走去。

现场宣读毛泽东来信

就在黄克功走到会场边时，只见一匹快

马向会场飞奔而来。毛泽东办公室的一位工

作人员翻身下马，径直向雷经天走去。雷经

天起身接过那位工作人员递给他的一个信

封。主席台上立即传出声音：“信，毛主席的

信！”那声音很小、很快，但“毛主席的信”

像风一般传遍会场。黄克功在会场边也听到

了，脸上掠过一丝不易觉察的微笑，停住了

脚步——他比任何人都关心这封信。

这封信是毛泽东于 10 月 10 日夜写好给雷

经天的，以答复雷经天和黄克功给他的信。

本来想让参加会议的张闻天带交雷经天的，

可工作了一个通宵的毛泽东，休息时忘了交

代秘书，所以才在午后派人飞马送到会场。

因为毛泽东的亲笔信上建议要当着黄克

功本人的面向大会宣读，审判长雷经天与张

闻天商议后，又命令把黄克功带回来，让其

重新站在被告人位置上。当黄克功知道毛泽

东有信要向他宣读时，流露出希望和感激之

情。因雷经天是广西南宁人，讲话地方口音

浓重，担心与会者听不懂，便将信交给也在

主席台上就坐的讲话声音清脆的莫文骅，请

他代为宣读：

雷经天同志：

你的及黄克功的信均收阅。黄克功过去

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

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

赦免的大罪，以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

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

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为

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

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

因此中央与军委便不得不根据他的罪恶行

为，根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正

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人，正因为他是

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多年的红军，

所以不能不这样办。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

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

民更加严格的纪律。当此国家危急革命紧张

之时，黄克功卑鄙无耻残忍自私至如此程

度，他之处死，是他的自己行为决定的。一

切共产党员，一切红军指战员，一切革命分

子，都要以黄克功为前车之戒。请你在公审

会上，当着黄克功及到会群众，除宣布法庭

判决外，并宣布我这封信。对刘茜同志之家

属，应给以安慰与抚恤。

毛泽东

一九三七年十月十日

随着莫文骅的声音停止，大家再将目光

转向黄克功时，他才如梦一般醒来，高高扬

起头，看了看蓝天、白云。

“黄克功案”处理后，毛泽东还在抗大特

意作了一场“革命与恋爱”的讲演，提出了

革命青年在恋爱时应遵循的“三原则”——

革命的原则、不妨碍工作和学习的原则、自

愿的原则。他要求大家从“黄克功案”中吸

取教训，要严肃对待恋爱、婚姻、家庭问

题，要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理想和情操，坚

决杜绝类似事件发生。此后，毛泽东多次提

到此事，指出作为党的干部，居功自傲、贪

图享乐、欺压群众是万万要不得的。

（摘自 2015 年第 8 期 《党史纵横》，原标

题为 《黄克功案件始末》）

毛泽东写给雷经天的
一封亲笔信

□ 孟昭庚

1932 年 2 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最高

法庭于江西瑞金成立，何叔衡任主席。而后，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最高法院于 1934 年 2 月正式

成立。

如今，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最高法院旧址

院内，立着一个造型生动的人物铜像。双方村

民握手言和的形象背后，是何叔衡化解两村

“争水”的故事。

深入田间地头调解纠纷

瑞金四区白露乡毛姓一村少数土劣把持水

源，利用封建迷信，煽动落后群众阻碍他村放

水，甚至发生械斗。合龙乡群众因春耕，迫切

需要引水灌溉，于是向中央政府提出控告。

中央政府派人前往该乡调查，并于 1932

年 3 月 8 日协同白露、合龙两乡群众讨论，打

破迷信恶俗，决定继续放水。但至 3 月底，毛

姓少数人又违约将水圳捣毁，故意妨碍水利，

违犯土地法令。白露、合龙两乡向临时最高法

庭控告。

同年 4 月，时任中央临时最高法庭主席何

叔衡亲自到瑞金县，会同县裁判部组织巡回法

庭，召集区负责人及两村开会，秉持着司法为

民、调解优先的裁判理念，争取到毛姓大多数

群众的支持，有效化解了白露、合龙两乡的水

利纠纷，使案件得到及时妥善的处理，成为苏

区审判工作的典范。

从入党那天起，便把生命
完全交给了党

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审判史陈列馆里，身

着红军军装的讲解员向记者讲述了这位共产党

领导下的第一任“首席大法官”——何叔衡的

生平事迹。

何叔衡 （1876—1935），湖南宁乡人，字

玉衡，号琥璜。1918 年 4 月，何叔衡与毛泽

东、蔡和森等在长沙组织成立了著名的革命团

体新民学会，作为年龄最长的会员，任执行委

员长。1920年，何叔衡与毛泽东等发起组织俄

罗斯研究会，并参加长沙共产主义小组。1921

年，何叔衡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

大会。

“作为共产党员就应该是不怕死的。我们

从入党那天起，就把自己的一切，包括自己的

生命完全交给党了。”1931 年 11 月，怀揣着忠

诚信仰，何叔衡离开上海，来到中央苏区的中

心——江西瑞金，与毛泽东等参加了中央工农

民主政府的领导工作。在中华苏维埃第一、二

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何叔衡当选为中华苏维埃

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并在第一届中央

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当选为临时中央

政府工农检察人民委员 （即部长）。1932 年 2

月 19 日，中央政府决定组织临时最高法庭，

委任何叔衡为临时最高法庭主审（主席）。

“叔翁办事，可当大局”，这是毛泽东对何

叔衡的评价。从清末秀才到反封建志士，从革

命的民主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何叔衡是中国

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与中央苏区的徐特立、

谢觉哉、林伯渠、董必武并称为“五老”，是

我党司法战线的先驱和卓越领导人。

审理案件注重法律效果和
社会效果的统一

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何叔衡审

理案件时，坚持罪刑相适应原则，注重法律效

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他在审核过程中非常慎

重，对每一个案件都仔细审查、反复推敲。尤

其是对省、县、区已判死刑的案件，他严格掌

握量刑尺度，凡是材料不充分、量刑有偏颇，

就不予批准，纠正了大批的冤假错案。“朱多

伸案”就是其中一例。

“被告人朱多伸，瑞金县壬田乡人，判

决：朱多伸处以枪毙。”1932 年 5 月，何叔衡

接到了瑞金县苏维埃裁判部送来的第 20 号判

决书。

由于下乡检查工作时曾多次与朱多伸接

触，根据自己对朱多伸的了解，何叔衡觉得这

个案子后面必有隐情。于是，何叔衡立即背起

行囊赶赴壬田乡进行调查核实，发现朱多伸尽

管有一些罪过，但主要是他多次举报的乡干部

企图借此报复他。因此，何叔衡在判决书上作

出批示：“关于朱多伸判处死刑一案不能批

准。朱多伸由枪毙改为监禁二年。根据口供和

判决书所列举的事实，不过是贪污怀私及冒称

宁、石、瑞三县巡视员等等，是普通刑事案

件，并非反革命罪。且朱多伸曾组织游击队，

参加过革命，又年已七十二岁，因此减死刑为

监禁。”

“何叔衡的这个批示，短短几十个字，就

把法律理由、道德底线和人情世故，把情、

理、法都融在了案子里，是我们司法审判的典

范。”瑞金市人民法院四级调研员钟冬庆谈及

此案时如是说。

在坚持依法审判，重程序、重证据，绝不

冤枉一个好人的同时，何叔衡又是一个铁面无

私、执法如山，绝不放过一个坏人的“黑脸包

公”。对于证据确凿、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

他在定罪量刑上从不心慈手软。例如，在

1932 年 5 月为朱多伸减刑的同一天，何叔衡还

同时审理了瑞金县苏维埃裁判部上报的关于钟

同焕和罗宏接两个反革命案件。钟、罗二犯均

残杀过革命同志，罗宏接还有收买子弹接济团

匪，到苏区瑞林寨烧杀抢劫等犯罪行为，瑞金

县苏维埃裁判部判处二犯死刑，何叔衡经过核

实，立即批示将二犯执行枪决。

在展厅里，记者看到，何叔衡这一时期的

批示、指示，涉及审判程序、法律文书规范、

适用法律的解释等审判工作的各个方面，字里

行间都洋溢着革命的热忱，体现出法律的

严谨。

正是何叔衡这一细致入微、严肃认真的工

作作风，推动了中央苏区审判工作的规范化建

设，为我党早期的法制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

贡献，为人民司法的建设和现代化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摘自 2021 年 7 月 1日 《人民法院报》）

何叔衡：
人民政权的第一任“首席大法官”

□ 黄慕泽

毛泽东就黄克功案写给雷经天的信

1985 年 1 月，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九次会议同意关于建立教师节的议案，

确定每年的 9月 10日为教师节。

1985 年 9 月 10 日，全国教师迎来属于

自己的第一个教师节。从此，一年一度的

教师节成为国家表彰教师功绩、提倡社会

尊师重教的节日。

1985 年 9 月 10 日，许多教师度过了难

忘的第一个教师节。在河南信阳师范学院

的门口，下班的老师个个面带喜气。他们

或抱或拎，拿的都是学校发的教师节纪念

品——30 元一床的腈纶毯子。“刚参加工

作就过节，还是第一个教师节，感觉太幸

福了！”周虹这样回忆说，那时候她每月工

资 45 元，这个纪念品绝对算大件了。抗日

将领赵登禹的女儿赵学芬，当时做小学教

师已有 32 年了。她激动地说，在第一个教

师节到来的时候，我深深感到，做一个小

学教师肩上担子是很重的。教学生不仅是

传授文化知识，更重要的是要教育他们爱

国家、爱人民，使他们成为德智体全面发

展的人才。我是革命烈士的后代，我要继

承先辈遗志，做好基础教育工作。

教师节的设立成为我国教师地位不断

提升、教育事业进入一个新发展阶段的标

志性事件。

（摘自 2020年 9月 10日 《团结报》，原

标题为《教师节设立背后的故事》）

新中国第一个教师节
□ 张 文


